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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食物环境特别是邻里食物环境对膳食质量的影响入手，

探究空间规划介入食物环境研究的必要性，总结食物环境研究领域的

三大议题，分别是由于缺少新鲜健康食物造成的食物荒漠，过多高热

量低营养食品造成的食品沼泽，以及与食物价格、新鲜度有关的食物

海市蜃楼。在此基础上，文章梳理了目前食物环境研究面临的四大挑

战与机遇，即跨学科协同探究膳食质量因果链，走出市场理性的误区，

明确食物环境优化的空间抓手，以及应对食品产业的自我保护。

Abstract: The impact of food environment, and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food environment on diet quality suggest the necessity of 
intervening food environment research by spatial planning. Thre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food environment research are proposed, which are 
food deserts caused by lack of access to fresh and healthy food, food swamp 
caused by excessive junk food, and food mirage related to food prices and 
freshness. Four types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nfronted by the food 
environment are proposed too, which ar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causal chain between food environment and diet quality, not 
putting too much faith in the market rationality, identifying spati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food enviomment, and self-protection of the foo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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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等）已成为我国居民主要的疾病负担与死亡原因，占总疾病

负担的 70% 以上，致死人数已经占到总死亡人数的 88%[1]，

不健康膳食、过量饮酒、吸烟和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

不足等是罹患该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积极应对当前突出

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问题，必须关口前移，采取有效的预防

干预措施 [1]。健康膳食和多运动被公认为预防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的良方，而健康膳食可能比多运动对预防此类疾病的意

义更为重大 [2]。我国城市空间规划已开展关于体力活动的研

究，但对健康膳食关注极少。城市化进程在深刻改变居民生

产方式、生活环境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居

民赖以生存的食物环境（food environment）[3]，因此促进身

体健康的空间规划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成少油少盐、控糖限

酒的膳食改善目标。但截至目前，空间规划对本学科是否要

开展食物环境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和研究障碍存在诸多困惑。

基于此，梳理食物环境的研究意义、议题和挑战成为本文的

重点。

根据莱特尔等（Lytle et al.）的定义，食物环境包括食物

可获得性（food availability）、食物可达性（food accessibility）、

食物可支付性（food affordability）和食物质量（food 

quality）四个维度的研究内容。其中，食物可获得性主要站

在社会资源公正分配的角度，比较弱势群体和非弱势群体周

边的食物环境好坏，如弱势群体周边是否缺乏能够提供生鲜

蔬菜的超市，或此类超市是否距离弱势群体过远等；食物可

达性在食物可获得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对获取食物所需花

费的交通出行时间和费用、食物店营业时间、居民可支配时

间等成本角度的考虑，衡量食物获取的难易程度；食物可支

付性研究聚焦于不同收入水平社区周边食物价格的高低，特



59 2022 Vol.37, No.6国际城市规划

彭科  刘建阳  李超骕    食物环境研究的意义、议题与挑战

别关注蔬果、蛋奶等高营养食物价格高所导致的中低收入居

民难以支付的问题；食物质量研究关注食物品相新鲜度和品

种丰富度等。本文所指的食物环境由家庭（如厨房）、就业

场所（如食堂）、各种类型食品店、菜市场、餐馆、流动摊

贩等多种食物类设施（food outlets）组成 [4]，下文将这些食

物店（铺、摊贩）统称为食品店。除食品店本身外，本文所

指的食物环境还包括促成人们使用各种食品店的城乡建成环

境，涉及用地功能多样性、街道连通性、公交可达性、绿化

景观可达性、过街安全性等。虽然粮食安全、食物生态等问

题更宏观，但今后我国食物保障的研究将从以宏观（国家）

层面食物供给能力为主逐步转向宏观和微观研究兼顾 [5]。 

因此，提高家庭的食物获取能力和个人的营养安全①将成为

未来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

基于空间规划视角，本研究聚焦于中微观（城市与邻

里）层面的食物供给难易程度，重点介绍与实体建成环境

相关的食物环境问题，暂不涉及非空间视角下的食物传承

（food literacy）与食物文化（food culture）问题，不涉及与

城市化地区食物环境问题表征和影响机制存在巨大差异的非

城市化区域，不涉及宏观尺度下的食物景观、食物生态、粮

食安全等问题，以及食品安全②和食物浪费问题。

2  空间规划介入食物环境研究的意义

目前存在一些针对食物环境研究的认识误区，厘清这些

认识误区有助于明晰空间规划介入食物环境研究的意义。

2.1  误区一：当前食物环境研究应重点关注营养不良而

不是营养过剩问题
目前，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偏远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吃饱吃

好问题，涵盖儿童 [6]、老人 [7] 与农村人口 [8]。在中国，虽然

农村地区仍存在由于贫困和缺乏多样化食物导致的营养不良

问题，但城市地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营养转型。随着

农业科技现代化、食品工业产业化、全球化、城市化等重大

趋势的演进，营养问题已从饥饿引发的营养不良转变为营养

过剩伴部分营养素缺乏 [9]。营养过剩已在城市人群中非常普

遍，甚至反映在部分农村人群中 [7,10-11]。

我国疾病谱和死因构成发生明显变化，疾病模式已从罹

患营养不良导致的相关疾病和传染病为主逐渐转变为因营养

过剩引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 [12]。我国居民的传统膳食

习惯（高盐、低钾、低钙、低优质蛋白）还将在一定时期内

继续保持，而健康食品的相对价格不断攀升③，这不利于促

进健康膳食。同时，体力劳动减少、非机动出行方式比重减

少导致居民的体力活动显著降低，不健康饮食带来的过多能

量更难以消耗。当多余能量转变为脂肪储存在居民体内，则

会导致其更易引发由肥胖带来的各种慢性非传染疾病，若缺

乏有效的预防措施，大量城市居民更容易成为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患者 [9]。因此，空间规划应从公共卫生视角积极关注营

养过剩带来的健康膳食问题，并思考如何通过空间策略促进

个体、社区和城市居民的健康膳食。

2.2  误区二：吃什么、吃多少与居民个体有关，与食物

环境无关
吃什么、吃多少的影响机制是空间规划是否应该以及如

何介入健康膳食的关键性问题。如果健康膳食仅由家庭或学

校层面的健康膳食教育和食品安全监管决定，那么政府应该

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加大教育宣传力度上。但如果健康膳食同

时受到空间布局的影响，那就有必要通过空间规划促进健康

膳食，如通过改变食物环境改变居民的购物地点和购物类型

等食物购买行为。

在社会生态分析框架（socio-ecological framework）的新

范式下，经过近 20 年的大量研究，西方国家确定了一个基

础的事实——膳食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和家庭因素 [13]。

也就是说，不能将膳食质量的高低单归咎于遗传基因、营养

知识、父母教育水平、收入等个体（家庭）因素。尤其对

于弱势人群，不能指望他们仅靠自身的努力来保障膳食质

量。这里的弱势人群不仅包括机动出行能力不高的老人和残

疾人，还包括对碳酸型饮料、能量棒等高热量低营养食品

（EDNP: Energy-Dense and Nutrition-Poor，俗称垃圾食品）危

害意识薄弱或自控能力不强的青少年和儿童，以及居住在距

离生鲜超市和菜市场较远的居民。邹（Jou）系统回顾了美

国快餐业锁定低收入社区、通勤走廊和学校周边的发展过程，

发现对垃圾食品的过度依赖并非低收入人群或学生主动选择

的结果，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政府补贴快餐业、快餐

业锁定特定区域或人群等多因素联合助推下逐步形成的 [14]。 

最终，垃圾食品成为美国老百姓最容易获取的食物类型，养

成了美国一代人高盐、高油、高糖的膳食习惯，提高了他们

罹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逐渐，由于随处可以买到垃

① 膳食指南要求平均每天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
②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活禽水产市场的标准化建设迫在眉睫。活禽水产市场食品安全问题（如设施简陋、管理粗放和监管不力）不属于本研究关

注的重点。

③ 肉和蔬菜水果相对价格上升，精粮和蔗糖相对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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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篇西方文献中，便利店指以出售高能量、低营养的含糖饮料和点心小吃为主的食品店。

圾食品，加之人们自身的原因，大量父母变得不善厨艺，而

过度依赖超市餐馆提供的外食或者可以在家简易加工的垃圾

食品半成品。美国经验说明，食物环境可通过影响人们的生

活方式悄然而深刻地改变其膳食质量和身体健康。

基于社会生态分析框架的大量实证研究认为，膳食质量

由个人、社会环境（关系网）、食物环境和宏观环境等多层

级因素共同影响和决定，其中食物环境是该因素群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图 1）。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学界明确提出预

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应重新审视环境与遗传的交互作用 [12]，

并已开始利用大型自然人群队列研究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的

交互作用关系。国内公共卫生学界的新动向为我国空间规划

提供了研究建成环境的新视野。与健康膳食教育相比，食物

环境变迁可能对食物购买和食物摄入产生更大范围、更为持

久但难以察觉的影响 [15]。笔者梳理了食物环境对食物购买、

食物摄入和罹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可能影响路径和方式 

（图 2）。空间规划应利用自身对建成环境形成机制、属性

表征深入了解的专业优势，研究食物环境与食物购买以及摄

入的互动反馈关系。

2.3  误区三：吃什么、吃多少与邻里食物环境无关
在西方国家过去十数年的研究中，邻里食物环境是最受

关注的食物环境子类。邻里食物环境指家、工作单位或学校

周边的食物环境。在我国，随着机动化出行能力的不断增强，

人们对主要活动地点（家或工作单位）周边食物供应设施的

依赖性减弱。当“单位大院加步行”的生活方式逐渐让位于

“公交加小汽车中长距离出行”的生活方式，膳食质量是否

仍受邻里食物环境的影响值得研究。

从西方国家基于大样本人群的实证研究成果看，邻里食

物环境与膳食质量关系密切 [16-19]。鲁莫等（Rummo et al.）对

芝加哥、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奥克兰和伯明翰五个高密度

城市的 3 299 名居民的膳食质量调查发现，当人们住在便利

店①越多的邻里（以家为中心 1 km 范围内），膳食质量更低，

图 1  膳食质量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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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食物环境对食物购买、食物摄入和罹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可能影响路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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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麦类食物摄入量更少，且收入越低这一趋势体现得越明 

显 [16]。调研同一批样本人群，笔者发现食物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邻里街道连通性与在炸鸡汉堡店消费的频率具有统

计学意义上的负关联性 [20]。可见道路网形制可能阻碍人们使

用某种特定类型的食物类设施。国内一项利用中国健康营养

调查（CHNS: China Health Nutrition Survey）数据的分析发

现，社区（即居委会范围）的菜市场密度越高，儿童膳食质

量越高 [21]。另外一项利用 CHNS 数据的调查发现，社区（即

以公共汽车为出行交通工具的 30 分钟活动圈）便利店越多，

人们摄入不健康食物的比例越高 [22]。

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膳食质量与邻里食物环

境关系密切。我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未实现也并不鼓励西方

国家的全面小汽车化，邻里食物环境仍值得持续关注，尤其

对高度依赖步行出行的人群而言。然而，目前我国空间规划

以较为孤立的视角关注几种不同类型的食品店，如菜市场 [23]、

带有餐食服务功能的日间照料中心 [24]、都市农庄 [25] 和摊贩 [26]

等，缺乏对食品店系统、全面的审视。空间规划介入食物环

境研究有大量工作亟待推进。

3  空间规划介入食物环境研究的三大议题

自从 2005 年卡明斯等（Cummins et al.）以英国格拉斯

哥市 [27] 为背景开展食物荒漠（food desert）①研究以来，食

物环境的研究文献急剧增长，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家的学者也积极介入对食物环境相关议题的探讨，每年有超

过 50 篇学术论文出现在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 [4]。笔者认为，这些文献主要从三大议题为我国空

间规划学者介入食物环境研究提供了基础，分别是食物荒漠、

食品沼泽（food swamp）和食物海市蜃楼（food mirage）。

3.1  食物荒漠
1995 年英国营养工作小组（Nutrition Task Force）的一份

面向低收入群体的食品零售业调查报告聚焦食物荒漠问题，

该报告使用食物荒漠这一术语揭示了居住在人口密集区的居

民难以获得健康新鲜食物的问题 [27]，这是官方文件首次出现

“食物荒漠”的提法。美国将离家一英里（约 1.6 km）范围

内没有生鲜超市的城市贫民区和离家十英里（约 16 km）没

有生鲜超市的农村贫民区认定为食物荒漠 [28]。仅 2021 年美

国农业部就拨款 1.6 亿美元，用于资助低收入社区新建生鲜

超市。由于人们采购食物使用私家车出行比例高，小汽车出

行范围内可选择的生鲜超市数量多，因此在社区内部新建的

享受财政补贴的生鲜超市是否真正促进社区低收入居民的健

康膳食，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研议食物荒漠时最关心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食物荒漠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是真命

题还是伪命题，需要进一步探究。西方国家由于极高的小汽

车使用率，助长了种族和收入分异带来的空间隔离，也进而

造成了弱势人群难以获取健康食物的问题。亚洲城市似乎并

不存在此类问题，其人口密度高、用地功能高度混合的特点

甚至从一开始就为消灭食物荒漠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从

目前亚洲食物荒漠研究揭示的问题来看，情况并不容乐观。

石川等（Ishikawa et al.）针对日本2 028位老年人的研究发现，

由于可供自由支配的小汽车缺乏以及步行环境不友好，食物

购买困难的问题已经出现在偏僻乡村和生活在老城区的老人

中 [29] ；阿贝（Abe）发现，日本京都城市边缘地区的很多邻

里已经成为食物荒漠 [30] ；新加坡也存在疫情时期的食物荒漠

问题 [31]。这暴露出高度依靠食物进口的小型岛国在食物可获

得性上的脆弱性。从 1992—2012 年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变化趋

势来看，我国目前也普遍存在蔬菜水果摄入不足、奶类摄入

量低的问题 [32]，需要研究建成环境是否加剧了食品店空间分

布的不均衡。

我国城市化地区目前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地区可能存在食

物荒漠问题，分别是郊区、租金高企的中央商务区和大学校园。

首先，农村和城郊由于人口集聚程度和整体购买力不高，难

以吸引中大型生鲜超市选址落户，可能导致动物性食物、新

鲜水果和奶类供应少或供应单一。一项针对北京、广州、南

京等六市小学高年级学生食物摄入的研究发现，中心城区的

学生对燕麦、蔬菜、水果、奶类的摄入均高于近郊学生 [33]，

说明城区居民所处的“食物区位”优于郊区居民。其次，在

城市中央商务区，生鲜超市和中低档餐馆难以支付高租金或

难以稳定经营，限制了该区域就业人群就餐的可选择性，使

得他们容易在下午工作时间选择垃圾食品作为膳食补充。中

央商务区的食物荒漠问题可能与城市更新带来的绅士化有关，

即低收入社区被高收入社区取代，导致原先于此处经营的生

鲜超市等难以支付高昂租金而无法存活。另外，大学校园也

可能存在不易察觉的食物荒漠问题。随着校园周边个体餐馆

不断发展，食堂经营难度增大 [34]，若校园周边个体餐馆饮食

质量得不到有效监管，而学校食堂供餐质量或辐射能力下降，

将降低校园健康食物供给的水平。已经有学者以深圳市 [35]、

北京市朝阳区 [36]、南京市 [37] 为研究地域关注食物荒漠问题。

总之，食物荒漠问题的地理空间分异性、影响人群以及产生

的原因需要空间规划积极介入研究。

① food desert 另有多种翻译，譬如食品沙漠、食品荒漠、食物沙漠等，本文使用食物荒漠的译法进行描述是因为食物荒漠研究更关注新鲜食物（如

新鲜蔬菜水果）的可获得性，而非加工食品（如包装点心、罐头食品）的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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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密度高、用地功能高度混合为我国城市居民

在近距离购买健康食物提供了空间可达性上的便利条件，但

这并不意味着中微观层面的建成环境为食品店选址提供了便

利条件。笔者的调查显示，大型连锁超市存在消费规模门槛

达标但选址困难的问题。首先是在满足大型超市最低消费门

槛规模的地段已经很难找到易被消费者看到且平层面积达到 

7 000 m2 以上的商业空间（如果平层使用面积小于 5 000 m2，

则很难开展盈利性商业经营活动）。其次，在控制性详细规

划或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阶段，规划师常常“以规划项目的

思维规划街区”的不当方式规划商业用地，也就是说本应在

一个街区适度分散的商业用地过于集中在某一两个地块的街

角位置。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相对集中的商业片区远端居民周

边缺乏一定规模的商业用地来安排大中型超市。刘润雅等发

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大型食品店（如农贸市场和大型

超市）暂时关闭，儿童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果蔬消费降

低 [38]。这说明大、中、小型食品店的空间配置需要进一步优化。

3.2  食品沼泽
随着罗斯等（Rose et al.）明确提出“食品沼泽”这一问

题 [39]，人们对食物环境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量垃

圾食品“淹没”健康食物，导致健康食物摄入过少。食品沼

泽研究提出一种新颖的观点——人们体重超重和肥胖的主因

可能并非由于摄入过少的蛋白质、粗粮和新鲜蔬果，而是由

于摄入了过多垃圾食品。西方国家针对便利店的研究发现，

与食物荒漠影响低收入群体不同，食品沼泽问题影响各收入

群体的健康膳食 [40-41]。大量各种类型的小型超市、便利店、

零食饮料贩卖机的数量迅速增长并渗透城乡空间，使人们获

取垃圾食品的渠道越来越便利。各收入阶层的人越来越多

地选择通过零售商购买预加工食物① [42-43]，而非在家烹煮食

物。从国内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城市居民的超

过 1/3 的能量摄入来自预包装的加工食物和饮料 [39]。虽然摄

入未加工食物（real food）对健康膳食更有益，但是全球绝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已经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 [44]。从

2007 年开始，韩国通过营养政策全面禁止在中小学校销售油

炸食物、方便面、软性饮料等，2009 年更是全面禁止高热量、

低营养食物在学校销售。但乔伊等（Choi et al.）跟踪韩国政

策的实施效果后发现，禁令实施五年后学校商店内仍有大量

垃圾食品在售 [45]。禁销垃圾食品的政策实施效果差主要是由

于市场销售缺乏有效监管，政策难以执行是因为人们对垃圾

食品缺乏统一的认识。张等（Cheong et al.）在马来西亚调

查了 5 544 名儿童家周边的食物环境，发现快餐店密度与儿

童超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46]。

食品沼泽问题的危害需要引起空间规划的重视，因为大

量售卖垃圾食品的小超市和便利店选址在小街区、密路网片

区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能够激发人们多步行活动的邻

里可能也是最难以保证膳食质量的邻里。目前已有学者提出

在健康社区规划中纳入健康风险叠加分析 [47]，而垃圾食品暴

露风险评估应作为组成部分被纳入其中。

3.3  食物海市蜃楼
食物海市蜃楼指的是即使售卖健康食物的商店离居民并

不远，但由于超市商品价格昂贵或品相不好，导致人们很少

去这些超市购买健康食物。食物海市蜃楼是在食物荒漠基础

上的延伸，提醒政府膳食质量问题远不是保证住家周边有菜

市场和生鲜超市即告解决。考夫曼等（Kaufman et al.）发现

与郊区相比，美国老城区和农村的新鲜健康食物价格更高、

超市规模更小、食物品种更少 [48]。食物海市蜃楼在西方属于

双重剥夺（double deprivation）性质的重要议题，即住在老

城区和农村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他们却面临更高的食物价

格。我国大城市中的安置小区和城中村菜价便宜且品种丰富，

而商品房周边菜价贵且可选择性少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一种

观点认为菜价高低属于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问题 [49]——

人们在选择住址时会考虑能否接受周边的菜价，所以食物海

市蜃楼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严重。应警惕的是，虽然随

着城市扩张和城市功能多样化，人们对住在哪里拥有越来越

多的选择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在兼顾理想通勤

方式、理想学区等居住选址要求的前提下，还能同时获得理

想的食物环境（买得到、买得起、买得满意）。尤其对于中

低密度的城市郊区，仍可能出现由于消费群总规模小或流动

性大导致其难以支撑生鲜、鲜奶制品迅速周转，最终造成食

物价格高或品相差的问题。食物海市蜃楼不能被单纯理解为

街区层面的问题，而应该上升到城市层面，通过空间规划参

与生鲜食品专项规划，统筹考虑支撑健康食物环境所需要的

消费密度、消费群体年龄和收入、商铺租金水平等，统筹安

排有利于新鲜健康食物及时流通和销售的建成环境，真正实

现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不但有菜买，而且有价格适中的新鲜

菜买的目标。

3.4  小结
从上文对食物荒漠、食品沼泽和食物海市蜃楼的阐述来

看，这三项议题各有侧重，折射出食物环境丰富的研究内涵。

笔者发现，即使同为亚洲国家，不同国家研究的地区、受影

① 营养学之所以推荐减少预加工食物摄入，是因为预加工食物含有有害的营养物质，其加工程度越高，食物所包含的微量营养素和纤维素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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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群体以及食物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仍具有显著差异（表 1），
研究重点的不同说明食物环境研究也具有地区特异性。

4  空间规划研究食物环境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4.1  跨学科协同探究膳食质量因果链
食物环境对膳食质量的影响机制属于长程反馈因果链，

该因果链具有两个特征。第一，长程特征。在食物环境与终

端变量膳食质量之间包含了对食品店的感知、食物购买等中

间变量。换言之，食物环境通过影响人们对食品店位置、设

施类型等属性的感知，进而影响光顾的商店类型以及购买的

食物品种和数量，最终影响膳食质量，增加罹患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的风险（图 2）。第二，反馈特征。注重膳食质量的

人可能会选择住在周边有生鲜超市或菜市场的地段，自我选

择使得食物环境与食物购买行为之间存在互馈关系。由于该

因果链的影响序列和互馈机制较为复杂，仅关注食物环境与

膳食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忽略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影响要素

（即调整变量或中介变量）的结论需谨慎对待。仅依赖统计

模型检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得到错误的结论。一旦更

换研究人群、地理空间和研究设计方法，研究结果和结论可

能差别迥异。从近 15 年的文献结论来看，西方文献认为居

民住家周边食品店的数量或距离远近与膳食质量并不直接相

关——食品店提高膳食质量的影响机制不是仅通过提高住家

周边生鲜超市的数量，还要通过促进居民对食品店的感知程

度、社交关系等多种中介变量影响居民膳食质量。譬如：住

家周边新开超市提高了居民对健康膳食问题的重视，进而可

能间接提高居民在其他活动地点（如工作地）购买更多健康

食物的机会，而住家周边新开超市本身并未吸引人们到此更

多地购买健康食物 [50]。又如：一项对 6 000 名美国员工使用

自助餐厅的 300 万次用餐记录的调查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会

促使人们选择摄入健康食品，也就是说人们会为了巩固与社

交圈内某人的关系而改变自己的饮食行为 [49]。总之，食物环

境对膳食质量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查明膳食质量因果链上

各要素之间的影响序列和互馈关系具有挑战性。

随着获取商业零售大数据和时空数据变得越来越便利，

城乡规划和地理学具有其他学科难以具备的研究该因果链的

优势，可在以下方面加深学界对食物环境的理解，如食品店

选址影响因素、不同类型邻里食品店空间分布差异性、垃圾

食品暴露的时空特点、不同类型食品店出售食物品种和价格

的差异等。城乡规划和地理学学者应主动与公共卫生学者团

队寻求合作，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

4.2  走出市场理性的误区
有一种论点认为，市场近期决策比规划中远期安排更合

理 [51]，这种论点延伸到食物环境议题可理解为应充分利用市

场机制配置菜市场、超市等食品店。这种认识不利于以详细

规划的编制为契机为食品店选址创造有利条件。大中型超市

由于具备食品冷链和储藏条件而属于公共卫生视角的公益性

消费设施，但目前空间规划对如何引导具有公益性质的食品

店合理布局并不得法。布拉克等（Black et al.）发现，即使

在像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这样的“小政府、大市场”地区，

区划仍然可以通过调整居住用地和道路网的布局对食品店的

空间布局产生显著影响 [52]。也就是说，在考虑食品店空间布

局时，详细规划所做的绝不是将市场需求简单落实在规划蓝

图上。假如在城市新区规划功能单一的大街坊居住社区，那

么这种空间布局模式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扼杀了中小超市长期

稳定经营的可能性①。这是因为中小超市比大超市更需要密

路网、窄面宽和高度混合使用的用地支持。功能单一的大街

坊居住社区可能从一开始就丧失了配置层级分明的食品店系

统的机会。近年来，有一个食物环境的子研究方向是从商店

倒闭的角度研究低收入社区食品店 [53]。这一分支的研究说明，

如果一开始空间规划未提供合适的建成环境孵化条件，仅通

过市场选址可能存在食物环境先天发育不足的问题。通过市

表 1  亚洲不同国家食物环境研究框架

国家 研究区域 受影响群体 食物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

中国 [35-38] 城市化地区 城市居民，特别是儿童 生鲜超市匮乏和垃圾食品过多

日本 [29-30]

老城区特定邻里；

城市外围地区；

丘陵地区和山区

独居老人 城市空心化导致商业从城市中心转移到郊区，以及连接城市中心和郊区的主

干道两侧

韩国 [45] 中小学校内食品店 中小学学生 学校内部销售大量垃圾食品

马来西亚 [46] 城市化地区 低收入人群和儿童 低收入人群居住地周边缺乏食品店，以及儿童居住地周边快餐店太多

① 中小型超市需要持续密集的（步行）人流惠顾，虽然每人次消费额不高，但消费总频次高。大街坊、宽路幅的社区相对来说更支持一定规模的

大超市，是因为大超市商品更齐全，符合使用私家车“一次出行大量采买”的购物特征，但步行前往并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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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试错的方式调整食物店空间分布，将以恶化食物环境和降

低膳食质量为代价。

在社区尺度上，具有公益性质的食品店系统应该由菜市

场，大型（6 000 m2 以上）、中型（2 500~6 000 m2）和小型

生鲜超市（300~1 000 m2）以及有条件提供一定数量和品种

的生鲜食物的便利店共同组成。层层落实不同规模的公益性

食品店，需要通过健康社区示范的手段，将具有公益性质食

品店的选址要求融入土地出让条件和“一书三证”，包括规

划建设密度、功能混合程度、与主次干道相接关系、机动车

出入口、货运卸载点以及移交方式等多方面，真正落实膳食

质量改善和慢性病防治视角的功能用途精细管控。

4.3  明确食物环境优化的空间抓手
将针对食物环境优化的非空间策略上升为公共政策，已

经在美国、法国、智利、韩国、丹麦和墨西哥等国家施行。

这些非空间公共政策包括对新开生鲜超市提供财政补贴、对

含糖饮料征税、对广告投放内容管控等 [43]，部分政策的施行

已获得良好效果①。然而，将引导食品店合理布局的空间策

略上升为公共政策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对于大量非独立占地

的出售垃圾食品的食品店，目前仍然缺乏可行的思路来管控。

一方面，政府很难约束食品店位置、规模和食物品种；另一

方面，这些食品店对拉动消费、促进城市活力起正面作用，

并非只有负面影响。西方国家禁止开设垃圾食品店的经验较

难借鉴。目前美国有多个城市使用区划条例暂时终止增设新

的汉堡炸鸡店 [54]，或者要求此类店不得开设在学校周边，但

是这些做法仅限于部分城市或地区，并未在美国全面铺开，

要找到明确的空间抓手应对食品沼泽问题，还需要学界、社

会的深入思考与讨论。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以下简称

慢防）来说，促进健康膳食的空间抓手比促进多运动的空间

抓手更难落实。尽管人们对开放空间影响公共健康的内在机

理也同样缺乏系统认识 [55]，但是公园、自行车道和慢步道已

经在很多城市积极建设起来。多运动的诉求较容易满足，是

因为所需新增的健身空间有望在道路用地、公共开放空间或

城市绿化带内解决。而如果因为慢防而关闭奶茶店、炸鸡店，

容易遭到社区、商户甚至居民的抵制而难以施行。

近五年来，西方国家提出约束垃圾食品店负面效应的

新思路是控制垃圾食品店占总食品店数量的比值 [56]，即通

过保证一定数量的健康食品店抵消垃圾食品店对健康产生

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成为落实空间抓手的突破口之一。另外，

空间抓手可能延伸到微观设计领域。目前有一个前沿的研究

内容名为轻触策略（nudging strategies），研究通过改变超市

内食物摆设的位置促进人们购买健康食物 [57]。虽然目前的

政策环境不太可能在大型超市内限制或取消酒品专柜，但

可通过规定其在超市中允许摆放的位置而达到减少酒品出

售的目的。

4.4  应对食品产业的自我保护
研究食物环境问题需要克服来自食品产业自我保护的干

扰。西方国家经验表明，每当公众关于慢防的诉求出现，食

品产业便会凭借其强大的公关、游说能力与公共健康利益博

弈，企图淡化垃圾食品带来的危害，如 2005—2009 年间，

当美国公益团体强烈要求对汽水收税时，美国汽水行业游说

公关的支出增加了约 30 倍以抵制征收汽水税 [58]。

西方国家的经验说明，食物环境研究的成果对推动社会

变革、增加民生福祉起积极作用。美国食物标签的制定过程

说明了跨学科研究者如何促进食物标签法的通过。尼克松等

（Nixon et al.）调取 2000—2012 年间美国五家主流新闻报

纸关于个体肥胖问题的报道 [58]，发现从 2001 年美国医务总

监（Surgeon General）提出《预防与减轻过重及肥胖的行动

号召》（Call to Action to Prevent and Decrease Overweight and 

Obesity），到 2010 年美国《平价医疗法》（Affordable Care 

Act）要求每家餐馆在菜单中详细标明卡路里和营养成分，

食品产业经历了从一开始抵制到后来主动配合的过程。食品

产业开始抵制食物标签法时，用膳食质量问题应由个人自负

其责的说法推卸产业应承担的公共卫生责任。譬如，加州餐

饮机构协会甚至公开表示城市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犯罪和预

算短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上，而不是反式脂肪酸和炸鸡汉堡

店这些琐碎的问题 [14]。但随着公众与媒体对肥胖问题关注的

升级，食品公司和产业行业协会的态度也开始软化，承认营

养过剩需要各界协同解决，也承认产业本身的决策会随社会

舆论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食物标签法的胜利是相关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公共卫生、

城乡规划、城市地理等领域的跨学科学者通过发表学术论文

积极发声也起到了声援作用，特别是学者们在邻里尺度的研

究成果，如发现存在食物荒漠和食品沼泽问题的邻里，甄别

弱势人群等。这些成果提高了大众对健康食物可获得性以及

垃圾食品暴露风险的科学认识。

总的来讲，空间规划介入食物环境议题面临挑战也具有

前景。除了需要开展基于长程和复杂关联的实证研究以发现

不同地域、人群的切实问题外，还需要联合其他学科发力，

找准空间抓手等，使食物环境成为值得多学科长久耕耘的研

究议题。

① 譬如墨西哥对含糖饮料收税高达 8%，已明显减少人们对含糖饮料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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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将空间规划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推举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亦将对食物环境的关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目前西方国家对于食物环境影响膳食质量的研究正处于

胶着期，大量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产生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结

论，因此难以直接运用这些结论为我国健康膳食视角的人居

环境建设提供借鉴。我国正处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上

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挑战和机遇并存。空间规划学者

应积极迎战新问题，在擅长的空间尺度上研究改善食物环境

的新思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空间规划学者应抓住时机，积

极与公共卫生等学科工作者密切合作，并争取政府、社区和

媒体支持，通过空间举措助力推进我国慢防事业发展。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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